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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在 2020 年席捲全球，造成全球在交流、經濟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停

滯時期。而隨著民眾對網路的黏著度逐漸增加，也更習慣於網路上進行特定議題

的討論與發聲，使得網路輿情變成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民眾的思考與行為。 

本研究將透過 KEYPO 大數據搜尋引擎進行新冠肺炎的資料撈取，並透過非

介入性研究方法，對於輿情資料進行內容觀察。並將輿情蒐集的時間範圍限定在

低一篇相關輿情出現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防疫解封的 2020 年 6 月 7 日。而

資料蒐集的空間範圍則限定在網路上的社群媒體中。 

本研究希望透過網路意見領袖的量測，對於新冠肺炎的意見領袖進行定位。

並透過對新冠肺炎意見領袖的發文、回文行為進行分析，希望可以描繪出其在網

路論壇、討論區中的活動時間、活動區域，以及發文內容的習慣與偏好進行描繪，

以達到對於網路輿情意見領袖初步研究的目的，為後續的研究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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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人們對於網路的依賴越來越強烈。年輕人顯得更願

意在網路上發表自己的看法，無論是對新聞的意見評論，對社群媒體的貼文進行

回應，還是在論壇的討論區中進行討論，而這些網路上的輿論聚集起來，則可視

為是網友對於某一事件的網路輿論情報，或稱之為網路輿情。然而，這也從而衍

生出了一種新興的網路職業─網軍，網軍頻繁出沒於論壇、社群媒體等網路場域，

為達成某種目的而在網路上進行大量的活動，透過發言、發帖來達到影響他人發

言、影響主題討論的目的。而瞭解其行為模式，將會提高民眾對於網路訊息的辨

識能力和抵抗力，減少民眾受到網路風向的影響。 

早期的傳播效果理論以媒介萬能論為主，此理論認為媒體的效果強大，媒體

的內容對人們觀念和行為的影響是直接且有效的，就像藥物注射到血管，人體立

即產生反應一樣，因此又叫做皮下注射針理論(hypodermic needle theory)。然而

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在 1940 年的大選研究發現，媒體對選民的態度及

意見的影響力不如想像中的大，反而是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影

響了大多數人的意見，而這些能影響他人意見的人，便稱之為意見領袖。 

2020 年初世界上出現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這也使得台灣社會被迫封鎖國

境，對疑似病例進行強制隔離的手段。這也使得世界各國間的各種交流被迫暫時

中止。而不管在社會輿論，或是在網路輿論上，大家對於新冠肺炎的疫情或帶來

的各種影響也有各種討論的聲音。但過往在進行相關研究時，除較無法看出輿論

的真假外，也無法區分流言的帳號是否為刻意操作的「網軍」。 

綜觀上述，本研究透過「KEYPO 大數據搜尋引擎」的協助，對於在社群媒

體中有關新冠肺炎的公開輿論進行蒐集，並加以分析歸納。並在對可疑帳號的言

論、行為模式進行整理後，試圖梳理出在新冠肺炎的相關輿情中，誰為意見領袖，

並對其行為地圖進行描繪，以達到對於網路輿情意見領袖有初步的瞭解。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輿情 

探討網路輿情之前，本研究先針對輿情的集合物「輿論」進行解釋與界定。

輿論一詞，最早是在《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被提及：「設其狠傲，殊無入志，

懼彼輿論之未暢者，開懷伊邑」。這裡所說的「輿論」，即是指輿人之論（劉勝男，

2009）。在此之後，輿論所指的即為以公眾或社會群體為主體的言論（陳力丹，

1999；甘惜分，1993；喻國明、劉夏陽，1993）。輿情則是一種由眾多針對同一

事件的輿論彙總起來的情報，為民眾在一定社會空間中，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

公共事務或關心的特定事件，所表露出的群體情緒、意願、態度、意見和要求的

總和（張元龍，2009）。 

網際網路相較傳統媒體來說，不只載體的侷限較少，其傳遞訊息的方式也從

傳統的「一對一」、「一對多」，逐漸轉變為「多對多」的傳播方式。然而，在網

路上，由於訊息的流通迅速且缺乏管理，再加上輿論本身就具有複雜性和對抗性，

在傳播過程中又夾雜閱聽人主觀判斷，使得過去由媒體扮演的「守門人」角色無

法發揮作用，以致於資訊的真實性無法保證。這樣的環境使得大量的訊息湧入，

其中不免摻雜虛假的和未經證實的資訊，輿論者可能面臨帶錯風向的問題，甚至

會有人刻意引導輿論風向，以達成自身目的（黃微、李瑞、孟佳林，2015）。 

綜觀以往對於網路輿情的研究，有不少學者對於網路輿情的概念進行界定。

總的而論，可將網路輿情視為一種以網路為載體，以某一事件為核心，是網友 1

對於特定的社會問題、公共事件、意識形態、道德等所表現出來具有個人傾向的

情緒、理念、意見、態度及其社會影響力等的集體性情緒或觀點的集合。網路輿

情傳播速度快，會對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產生很大影響。隨著網路的飛速發展，

網路輿情形成速度非常快而且對社會影響的日益巨大，而網路媒體的影響力己經

遠遠超越了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也使得傳統媒體的發展步入了寒冬及

艱難的調整期。網路輿情的表現方式變化很快，早期主要表現為新聞評論、PTT

論壇、跟帖與轉帖等，後來主要表現為 Facebook、IG 等形式。 

而網路上的輿情其實也與現實社會的輿情類似，兩者的言行間既同也不同。

在現實社會中，居民可以被歸類為不同的階層、社會團體或利益團體…等。在網

路社會中，主體為網友，同樣也是依照不同的興趣喜好、利益訴求、價值觀…等，

參與不同的網路社區。兩者間不同的地方在於，因為在網路社會裡，已經沒有了

 
1
 網友是指發起、參與、形成輿情活動的人，其概念最初源於 Michael Hauben，他認為網友是

一群具有社區意識的、彼此之間發生行為聯繫的網路使用者，而這裡的社區並非以一般意義

上的地理區域來劃分。 



在現實社會中的各種標籤，不論什麼身份，都可以平等的身份匿名在網路中發表

自己的意見。且在網路社會中，傳播主體之間的平等也使得政府與媒體壟斷話語

權的時代徹底消失。且由於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種種障礙以及文化、意識形態的影

響，導致在現實社會中的情緒、意願、不滿足、憤怒等常常無法正常表達，而網

路社會的匿名性正好為其提供了對現實社會不滿情緒的重構機會，因此也就形成

了網路輿情。甚至有些網路輿情還會延燒到現實社會中，引起現實社會主體的反

應，如阿帕契事件、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事件…等。 

最後，網路輿論的產生到影響社會的週期已逐漸縮短。在過去輿論的形成與

傳播都屬於部落格式的傳遞，要形成全國性的輿論機會微乎其微，而現在若是透

過網路平台的傳送，只需要數小時甚至數分鐘便能傳播至全世界。然而，最大的

不同在於過去輿論的啟動者通常屬於社會階層中的精英，現在轉為普通市民，並

且影響輿論的主體結構建立（焦德武，2015）。 

總的而論，可將網路輿情視為是網路輿論的集合，是一種以網路為載體，以

某一事件為核心，是網友 2對於特定的社會問題、公共事件、意識形態、道德等

所表現出來具有個人傾向的情緒、理念、意見、態度及其社會影響力等的集體性

情緒或觀點的集合。網路輿情傳播速度快，會對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產生很大

影響。隨著網路的飛速發展，網路輿情形成速度非常快，而且對社會的影響日益

巨大，而網路媒體的影響力也己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使

得傳統媒體的發展步入了寒冬及艱難的調整期。網路輿情的表現方式變化很快，

早期主要為新聞評論、跟帖與轉帖等，現在主要則轉為 Facebook、PTT 論壇、

討論區等形式。 

本研究整理出網路輿情有以下幾點特點： 

1. 匿名言論性強 
目前在網路中，網友在取得網路社群身份時，多半都不需要提供真實身份，

在發表言論時，其他網友也只看得到 ID 帳號或虛擬身份名稱而已，由此匿名的

好處時在於在網路空間表達意見時，能夠暢所欲言、自由表達個人的意見、情緒。

但有一些在網路上因價值觀、理念、意見不一致的網友還會將論戰延伸到現實社

會中，進而引起媒體或現實社會中的關注。 

2. 輿論的突發性強 
現實社會中的熱門話題，或者突發的事件議題，在經過網路發酵後，再加上

網友個體的價值偏向與情緒化的影響，網友會很快且集中的發表意見與評論，這

會很容易且迅速的席捲網路社會與現實社會，甚至會影響到政府。特別是，網路

 
2 網友是指發起、參與、形成輿情活動的人，其概念最初源於 Michael Hauben，他認為網友是一

群具有社區意識的、彼此之間發生行為聯繫的網路使用者，而這裡的社區並非以一般意義上的

地理區域來劃分。 



社會與現實社會的互動會更強化了突發事件的輿情爆發力，如洪仲丘事件…等。 

3. 訊息精準度較差 
網路社會是虛擬的，但有些網友會將自己參與的網路論壇、討論區當做自己

的家，發表的資訊純粹是發洩情緒，但這樣卻 容易產生共鳴效應，進而可能會

引發有害輿論，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和破壞性。 

二、意見領袖 

意見領袖 (opinion leader)一詞，最早是在 1944 年，由 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於《The people’s choice》一書中所提出。其研究背景是在 1940 年的選舉

活動，進行「媒體影響人們意見」的假設驗證，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最能夠影響

選民投票的不是大眾媒介，而是人際影響(personal influence)。在 Lazarsfeld 的研

究中將透過大眾媒體獲取相關訊息，之後再傳遞出去影響他人的人稱為「意見領

袖 (opinion leader)」。 

在 Lazarsfeld 的研究中發現意見領袖較一般人更常使用媒體，對於選舉也有

高度的興趣。但其在選舉中並不是中立的角色，他們會將手中獲得的片段訊息傳

遞出去，換句話說，意見領袖會選擇訊息然後加入自己的看法加以編輯最後再將

傳遞出去，藉以影響他人對於選情的看法，此為「兩級傳播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理論，即「資訊從大眾媒體先流向意見領袖，再藉由意見領袖

將資訊傳播給大眾，來影響更多的人」的傳播模式（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4；Katz & Lazarsfeld, 1955；Trepte & Scherer, 2005）。 

受到意見領袖影響而改變其態度與行為的人稱為意見追隨者 (opinion 

follower)，在兩級傳播理論中，意見追隨者即是在訊息傳播過程中最末端的訊息

接收者。意見領袖往往可以透過非正式、經常性且為他人所期待的方式改變意見

追隨者的對特定資訊的態度及觀感，如喜好、厭惡、支持或反對等意見。 

關於意見領袖在學術上的定義，許多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列舉過去幾

位學者對於意見領袖的定義（廖春霖，1983）： 

（一） Lazarsfeld et al. (1944) 認為意見領袖與一般民眾相比更常使用媒體，因

此也會將從大眾媒體獲取相關訊息，再傳遞出去影響他人。 

（二） Berelson and Steiner (1964) 認為意見領袖在團體中存在於主要的群體，

並且受到一般大眾的信任。其透過聆聽及閱讀大眾媒體，進行資訊蒐集

並藉由傳播行為影響周遭的親朋好友。 

（三） Mancuso (1969) 認為那些經常被他人請教或徵詢意見的人，就稱之為意

見領袖。 



（四） Corey (1971) 認為意見領袖是那些在團體中被信任且被認為是消息靈通

的人士，他們的意見在團體中具有指標性，而且經常接觸相關媒體以獲

得資訊，再將這些資訊傳播並影響周遭的人。 

（五） Rogers and Shoemaker (1971) 認為意見領袖是那些經常地、非正式地影

響他人，而使他人的態度與外顯行為朝其所欲方向的人。 

（六） Engel, Kollat and Blackwell (1978) 認為那些能極度影響他人意見的人稱

之為意見領袖。 

整理以上學者的觀點，本文認為意見領袖為在人際傳播之中經常為他人提供

訊息、為他人施加影響的「高活躍分子」。在網路時代中，呈現出的多元化網路

結構，加之訊息流通之低成本、高效率，也使得意見領袖能夠更加容易地為他人

所知。然而，意見領袖之所以存在，是由於許多人並不經常接觸媒介上的訊息，

或由於人從眾的心理促使他們進行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就需要意見領袖對訊息進

行解釋和引導（季丹、郭政，2015）。 

因此在網路中，意見領袖具有資訊橋樑的作用，如將網路中針對某一特定事

件的輿情視作一個輿情網路，能夠處於輿情網路中心的意見領袖，比起一般網友，

其發文數量較多，且質量也較高，藉此向其他網友傳遞訊息，形成一定的網路影

響力（陳遠、劉欣宇，2015）。 

三、網軍 

由於人們雖然每天都在網路上接收大量資訊，卻也難以在每天有限的時間裡

去驗證這些資訊的正確性。近幾年隨著社群網路與科技的進步所衍生出的網路新

職業－網軍，即藉由人們難以判對網路上資訊的真實性，將輿論導向自己期望的

地方，加上大多媒體不經考證或有意轉發資訊，讓其影響層面可小至特定人物或

團體，大至改變國家外交策略。2018 年颱風襲擊西日本，造成大量台灣人受困關

西機場，卻因為有人在 PTT 論壇中造謠，並傳至各大社群，而媒體不經查證就

大幅度的報導網路上的謠言，進而造成一名駐日外交官以死明志即是一例。 

根據 Bradshaw & Howard 在 2017 年提出的研究報告《Troops, Trolls and 

Troublemakers: A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對網軍

即標明了明顯的定義：「網軍是致力於通過社群媒體操縱輿論的政府、軍事或政

黨團隊。其是透過公共資金創建的特定組織，專門創造和管理對組織有利的議題

言論」。 

網軍策略性地將輿論引導至對他們有利的方向，讓網友誤以為事實就是這樣，



從而影響網友的思考判斷的情節時刻都在各網路平台上演，在社群媒體的討論中，

這種操作輿論的行為有個更傳神的說法是「帶風向」，「1450 事件 3」即為一例，

其爭議及表明網軍組織確實存在。就目前為止被揭露的網軍事件來看，可以得知

大部分網軍還是透過轉發或撰寫文章和留言的方式來帶網路輿論的風向。 

另一個較受矚目的網軍案例就是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通俄門事件」，在

該事件中，川普被指控串通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其中包括在網路上散佈虛

假資訊以及操控輿論，且之後在各相關研究中也找到明確的證據證明，俄羅斯確

實在社群媒體上利用機器人轉發虛假資訊，從而擴大了資訊的傳遞範圍 (Bennett 

& Livingston, 2018; Badawy, Ferrara,& Lerman, 2018)。 

透過上述事件可以發現，網軍的行為主要是將不實或偏頗的資訊盡可能的傳

播出去。由於網路論壇或社群媒體的內容缺乏第三方過濾，且部分網友還可以在

這些不實或偏頗的資訊中得到所要的內容，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個體的網軍甚至

可以吸引到與有組織的網軍或主流媒體一樣的閱聽眾(Allcott & Gentzkow, 2017)。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標案「一○八年度加強農業訊息因應對策計畫」被指控編列 1,450 萬預算

從事網路輿論操作。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法中的內容觀察法，屬於非介入性研

究法 4的一種，即本研究對蒐集到的數據，僅從旁觀察，不加入主客觀意見，亦

不提問，忠實呈現新冠肺炎網路輿情的樣貌。 

在台灣的網路上最早出現新冠肺炎相關討論的文章出現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PTT 八卦版中，一篇「武漢疑爆發非典型肺炎冠狀病毒群聚感染？」的問

掛中。其中，網友 nomorepipe 將新冠肺炎吹哨者李文亮醫師的一篇關於新冠肺

炎的檢驗報告發表在版上，並進行問掛，經由網友熱烈討論，進而引起疾管署防

疫醫師的注意，使得台灣在隔天 2020 年 1 月 1 日即比全球各地還要早展開防疫

時程。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即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為起始點，一直到防疫大解封日

的 2020 年 6 月 7 日為止。 

本研究所使用的 KEYPO 大數據搜尋引擎是藉由人工智慧機器在網路上爬

文，而爬文的總量高達每日 200 萬則以上，並且跟該平台建立起斷字切詞 

(Word Segmentation) 、語意分析 (Semantic Analysis) 與即時情緒分析 (Real-

Time Sentiment Analysis) 等人工智慧技術，一同汲取網路上相關的討論文章，並

將討論文章分為正面、負面與中立三種情緒，最後計算出網路聲量、情緒正負比、

網路好感度、關鍵風暴圖、關鍵領袖…等相關分析結果。 

過往網路輿情量測平台是透過爬蟲程式進行網路足跡資料的探勘，這對於被

探勘的網路平台、社群媒體來說，就像是個不速之客到自己的隱私範圍中大肆窺

探。而 KEYPO 是透過各平台官方提供的 API 接口，在遵守網站隱私條款的前

提下，取得合法撈取網路足跡資料的正當性。KEYPO 搜尋的主要範圍鎖定在標

題、作者、內文、發表日期、發表來源與社群反饋（如按讚數、分享數、回文數），

甚至更進一步的是回文的文字探勘、分享、被留言…等資料。由於各平台隱私政

策的不同，KEYPO 不針對特定 ID 進行違反隱私的分析，而且提供原始連結網

址以尊重原作者的智慧財產權。至於公開、匿名與半匿名社群網站，只透過官方

API，其爬取方式大同小異（杜聖聰、凃勝綸，2018；凃勝綸，2019；KEYPO 使
用手冊，2018）。 

為了兼顧效能與精準度，KEYPO 在網路輿情探測上，使用數據科學流程 
(Data Science Pipeline) 的方法進行處理，此方法分為紀錄資料、資料儲存、資料

提取和處理、資料建模、和解決方案並發送等階段 (Wayland, 2018) 。而 KEYPO
 

4 非介入性研究法(nonreactive methods)是在對社會行為進行研究時，不在研究過程對其進行

影響的研究方法。其藉由觀察人們不小心遺留的線索，來研究人的行為。 



將數據科學流程轉化為網頁爬文與資料採集、收集過後的資料進行清潔與分析、

語意內容向量分析與拆解、內容情緒分析與判斷、文章索引、加值分析處理、即

時動態報表呈現等步驟 (Aoe, Morimoto, & Sato, 1992；顧以謙、劉邦揚，2018) 
（如圖3.1）。 

 
圖 3.1 KEYPO大數據搜尋引擎的機器學習機制 

（KEYPO 使用手冊，2018） 

在過去，斷詞基礎辭典是仿照新聞或者維基百科的關鍵字詞組，但 KEYPO
是將斷詞建立在隱性馬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與維特比演算

法 (Viterbi Algorithm) 之中，並透過模型與演算方式找出潛在的新字詞與可能存

在的字詞新用法，這樣的建立會使斷詞系統不會侷限在現有的辭典資料庫當中。

KEYPO 也改變過去傳統字詞的比對作法，將語意分析的文字投影到高維度的語

意空間向量，最後再進行分析與推論 (Ruizendaa, 2017) 。 

 

圖 3.5 KEYPO 大數據搜尋引擎的高維度空間語意模型示意圖 

(Ruizendaal, 2017) 

此外，現階段因為有些人在發文的同時，也會伴隨一些專有名詞的出現，因

此 KEYPO 為了分析此類文章，特地針對網友所發表的文章進行訓練。KEYPO 
透過圖像學演算法建立出前綴樹（又稱字典樹，Trie Tree）的架構，將文章中有



可能出現的中文字詞排列狀況，進行斷詞分析，並且建構出有向無環圖 (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如圖3.6）(Czumaj, Kowaluk, & Lingas, 2007) 。 

 
圖 3.6 有向無環圖 (Directed Acyclic Graph) 

(Czumaj et al., 2007) 

建構出有向無環圖之後，再透過動態規劃 (Dynamic Programming, DP) 進行

最佳化的整合，計算出最大機率路徑，找出何者為相關字詞類的最大斷詞組合。

以字詞「大數據分析」為例，若將此字詞拆開的話，就會產生「大數/據/研究」、

「大數/據/研究」、「大/數據/研/究」、「大/數據/研/究」、「大數據/研究」與

「大數據研究」6種路徑（如圖3.7）。 

 
圖 3.7 KEYPO 舉例說明的斷詞路徑示意圖 

（KEYPO 使用手冊，2018） 

在設置關鍵字查詢語句上，KEYPO 是運用布林邏輯 5的概念，使用「｜」符

號代表代表聯集 (or) ；「＆」符號代表交集 (and) ；「！」符號表達排除 (not) 。

例如輸入「網路紅人 & Youtuber」時，代表限制必須同時出現「網路紅人」跟

「Yotuber」此兩個關鍵字的搜尋結果才符合條件；若是使用 or，就是補強與擴大

 
5 布林邏輯以集合（Set）作為基礎，而集合的組成基本單位稱為元素（Element）。透過 AND
（且）、OR （或）、NOT （反）的設定，將各關鍵字元素組合成為搜尋集合。 



範圍，以剛才舉例的「網路紅人」在更通俗的用語是「網紅」的這個說法，那麼

就可以將關鍵字查詢語句設定為「網路紅人|網紅」，這樣既符合一開始所設想的

定義，也能確保擴大搜尋結果；最後是 not 的應用可以排除不符合預想範圍的

「雜訊」，以「網紅」為例來看，若出現「法網紅土球場」的字串也會被算是搜

尋結果，但與預想的定義有出入，因此以 not 排除，將設定改為「網紅!法網紅

土球場」。 

本研究在進行關鍵字設定時，首先先透過國內外媒體報導的武漢肺炎相關

學術名詞進行第一次量測，如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nCoV、2019 新型冠

狀病毒、2019-nCoV、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NCP、

COVID-19、新冠肺炎。之後再針對第一次量測的內容進行關鍵字的修正，並將

所設定的關鍵字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進行討論，以及資料清洗後，完成最終

的關鍵字設定。 

經過關鍵字設定以及資料清洗的步驟後，所得到的關鍵字如下： 

武漢肺炎 or 新型冠狀病毒 or nCoV or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or 2019-nCoV or 
SARS-CoV-2 or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or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or NCP or 
COVID-19 or 新冠肺炎 or ((新冠肺炎 or COVID-19) and MERS 6) 

在搜尋關鍵字確認後，本研究的相關量測皆是以此組關鍵字為準。 

 

 

 

 

 

 

 

 

 
6 因在 WHO 還未將新冠肺炎正式定名前也有報導提到此為 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

染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Infections）的變種，且因感染

源皆是來自於蝙蝠，所以在新冠肺炎事件初期，有些媒體在進行相關報導時，皆會提到 MERS。
因此本研究也將 MERS 列入疾病名稱的關鍵字集合中。 



肆、研究結果 

在新冠肺炎的意見領袖部分，本研究透過KEYPO大數據搜尋引擎的搜尋引

擎進行搜索，其搜索時間如前述，為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6月7日解封日為止，

搜索範圍為Facebook、Youtube…等社群媒體。其中，發現有2,214,377篇與新冠肺

炎相關的文章，本研究首先對相關輿情數量7最多的前10名（如表4.1）進行數據

整理並排序分析。 

1. 社群意見領袖 

從表4.1可以發現到，在十大社群意見領袖中大多是媒體，包含傳統媒體或入

口網站的新聞平台。通常媒體都會將自家新聞中，較為重要或較多人閱覽的新聞

轉貼至社群媒體上，因此在疫情期間，各媒體的社群平台有非常高的貼文數（如

圖4.1）以及被回文數（如圖4.2）。一般來說，各家媒體都有屬於其同溫層的觀

眾粉絲，而這些網友也都會相信同溫層媒體的報導，並進一步在貼文中進行討論

或轉發貼文。 

表4.1 新冠肺炎議題十大社群意見領袖 

序號 頻道 網站 發文數 被回文數 被按讚數 相關輿情數 

1 東森新聞 FACEBOOK 5052 1080530 5995980 7081562 

2 自由時報 FACEBOOK 4770 478270 4849728 5332768 

3 蔡英文 Tsai Ing-wen FACEBOOK 65 148185 5026928 5175178 

4 Yahoo!奇摩新聞 FACEBOOK 5020 653295 3908444 4566759 

5 udn.com 聯合新聞網 FACEBOOK 3556 491867 3157468 3652891 

6 TVBS 新聞 FACEBOOK 4819 522429 2764005 3291253 

7 三立新聞 FACEBOOK 3296 297272 1789542 2090110 

8 蘋果即時新聞 FACEBOOK 2008 160872 1880203 2043083 

9 蘇貞昌 FACEBOOK 54 85938 1924222 2010214 

10 打馬悍將粉絲團 FACEBOOK 93 90957 1261168 1352218 

 
7 相關輿情數量為發文數、被回文數、被按讚數三種數據的總和。 



 

圖4.1 十大社群意見領袖貼文數量 

 

圖4.2 十大社群意見領袖被回文數量 

然而，在前十大社群意見領袖中，除了有媒體的粉絲專頁外，仍有三名是屬

於政治人物，或是相關的政治粉絲專頁，分別是「蔡英文 Tsai Ing-wen」、「蘇貞

昌」與「打馬悍將粉絲團」。其中將被按讚數進行比較（圖4.3），可以發現平均

被按讚最多的為「蔡英文 Tsai Ing-wen」這個帳號，其在量測期間的發文數量僅有

65則，僅領先蘇貞昌的54則發文而已，但在被按讚數上面，卻獲得了5,026,928個

讚，平均一則發文可以獲得77,337個讚。其中被按讚次數最多的是於2020年4月20

日發表的貼文，單一文章的被按讚次數為234,323次。其內容為： 

「針對台灣被指控在國際社會上發動種族歧視攻擊的言論，我要表

達強烈的抗議。請大家把真相轉給世界各國的朋友。同時，我也歡

迎網路上的朋友幫忙翻譯成各國語言，讓我們一起透過網路向世界

說明台灣的立場……」 

假如將所有社群意見領袖的文章進行排序，在前十名被按讚的文章中，「蔡

英文 Tsai Ing-wen」更佔了8篇之多，分別是2020年4月9日（234,323個讚）、2020

年1月30日（233,284個讚）、2020年4月8日（171,741個讚）、2020年5月8日（145,082



個讚）、2020年1月31日（139,766個讚）、2020年2月14日（127,684個讚）、2020

年2月7日（123,801個讚）、2020年2月12日（120,013個讚），共8篇文章。 

 
圖4.3 十大社群意見領袖平均被按讚數 

此外，進一步以每週為一個週期，將十大社群意見領袖的發文數量製成傳播

趨勢熱度圖，可以發現貼文主要集中在2020年1月27日～2020年2月2日與2020年

2月3日～2020年2月9日這兩週。其主要議題為民眾瘋搶防疫口罩、武漢台商包機

回台…等議題。 

 
圖4.4 十大社群意見領袖傳播趨勢 

將新冠肺炎社群意見領袖相關的網路輿情進行情緒分析，可以發現到相關輿

情情緒的趨勢變化，可以發現在量測期間中，中立情緒的部分始終居於高點，在

情緒的佔比中也高達77.35％（n=1,842,413），也因此讓社群意見領袖的輿情情緒

P/N比值高達2.73（如圖4.5、4.6）。 



 
圖4.5 新冠肺炎社群意見領袖輿情情緒 

 
圖4.6 新冠肺炎社群意見領袖情緒比值 

 

 

 

 

 

 



此外，將十大社群意見領袖的輿情情緒做比較，可以發現再各媒體的網路情

緒中，也大都以中立情緒為主。在情緒比例中，正面情緒大都也介於10％-14％之

間，其中在「TVBS 新聞」的部分，其負面情緒僅有1.55％，顯見其發文的內容

較少受到網友的批評，或較不易引起網友的負面情緒。在十大社群意見領袖中，

也僅有「蔡英文 Tsai Ing-wen」與「蘇貞昌」兩位政治人物的正面情緒比例超過2

成，分別為29.44％與21％，可見其在發文的內容上，較為客觀中立，且網友的相

關回文中，也叫不帶有攻擊、謾罵等帶有負面情緒的字詞。 

表4.2 新冠肺炎十大社群意見領袖輿情情緒 

網站 頻道 正面 中立 負面 
FACEBOOK 東森新聞 10.62% 86.25% 3.13% 
FACEBOOK 自由時報 10.35% 83.10% 6.55% 
FACEBOOK 蔡英文 Tsai Ing-wen 29.44% 62.57% 7.98% 
FACEBOOK Yahoo!奇摩新聞 10.60% 82.95% 6.46% 
FACEBOOK udn.com 聯合新聞網 13.07% 79.28% 7.64% 
FACEBOOK TVBS 新聞 12.49% 85.95% 1.55% 
FACEBOOK 三立新聞 11.97% 79.12% 8.90% 
FACEBOOK 蘋果即時新聞 13.51% 83.60% 2.88% 
FACEBOOK 蘇貞昌 21.00% 76.55% 2.44% 
FACEBOOK 打馬悍將粉絲團 11.70% 80.00% 8.30% 

 

圖4.7 新冠肺炎十大社群意見領袖輿情情緒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時期，透過關鍵字分析可以發現民眾在網路上討論相關

事件，或是媒體在報導相關事件時，通常都會提到什麼字詞。在十大社群意見領

袖中，最常被提及的字詞為與疾病名稱相關的字詞，如武漢肺炎（n=1,790,423），

同時也會有一些同時也會一些與防疫有關的字詞，例如口罩（n=233,622）、防疫

（n=278,948）等。或是在討論或報導上，也會因為疫情的嚴重性，而提到一些與



地理區域有關的字詞，例如中國（n=431,326）（如圖4.8）。 

 
圖4.8 新冠肺炎社群意見領袖關鍵字文字雲 

如果將情緒納入關鍵字文字雲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在正面情緒的關鍵字詞中，

除了因一開始此次疫情在台灣被定名為「武漢肺炎」，因此有出現這個帶點歧視

意味的疾病名稱外，較常被提到的是謝謝（n=27,079）、健康（n=24,581）、感

謝（n=20,939）、平安（n=12,103）、感恩（n=7,278）…等字詞。顯示民眾對於

在量測期間中，政府有效控制疫情的感謝，與希望疫情能夠平息的祈禱。 

 
圖4.9 新冠肺炎社群意見領袖關鍵字文字雲-正面情緒 



進一步將社群意見領袖相關的輿情討論主題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除了世界衛

生組織與疾病名稱不相關外，幾乎都是圍繞著各種不同的疾病名稱，如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等。其中，更有一個主題為「俗稱武漢

肺炎」，可見因官方一開始將此次疫情定名為「武漢肺炎」的影響有多大，使得

就算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此次疫情定名為2019冠狀病毒感染症 (Coronavirus 

Disease-19, COVID-19) 。但在台灣不論是媒體的報導、民眾的討論，都還是習慣

以帶有歧視意味的「武漢肺炎」來進行討論，也因此才讓「武漢肺炎」這個主題

所佔的比例達到70.73％（n=1,674,509）。 

 
圖4.10 新冠肺炎社群意見領袖輿情探索概念 

 

 

 

 

 

 

 

 



伍、結論 

在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社群意見領袖進行分析後可以發現相關的社群意見

領袖仍舊是以傳統媒體為主，針對新冠肺炎新聞的發文量，每天平均達20～30則，

且其回文數與被按讚數通常也比較高。顯見就算進入網路媒體為主的時代，傳統

媒體其影響力還是存在。此外，更可以發現到在疫情期間，網友還是會相信媒體

並做為主要的訊息來源，也以媒體的發文為基礎進行討論。 

此外，在十大社群意見領袖中，亦出現「蔡英文 Tsai Ing-wen」、「蘇貞昌」

這類政治人物的帳號。一般來說，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特別是政府機關首長的

粉絲專頁，除了進行形象塑造外，也兼具發佈訊息的功能，因此可建在這次新冠

肺炎的疫情中，其發佈訊息的功能作的非常完善，也因此才使這兩位首長粉絲專

頁的情緒以中立情緒為主，必且正面情緒遠大於負面情緒。 

而在於整個疫情期間主要的討論主題與討論字詞方面，也可以見到台灣政府

對疾病名稱定調的影響有多大。因為這次影響全球的肺炎事件一開始是在中國武

漢發現的，因此一開始台灣政府將此疾病名稱訂為「武漢肺炎」，就算就算在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正式將此次疫

情定名為2019冠狀病毒感染症 (Coronavirus Disease-19, COVID-19)。但在台灣還

是習慣以「武漢肺炎」稱之。也因此使得不論是一般的關鍵字詞、帶有正面情緒

的關鍵字詞，或帶有負面情緒的關鍵字詞，都以「武漢肺炎」的詞頻為最高。甚

至在相關的討論主題方面，以武漢肺炎為主的主題更佔有70.73％，甚至還出現

「俗稱武漢肺炎」的討論主題。但其實在世界衛生組織對此次疫情進行證明後，

世界上其他國家對此次疫情的報導或討論就較多以「COVID-19」為主，顯見台

灣政府在進行定名時還是可能但有一點歧視或是敵對的意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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